论唐宋词的诗体借鉴历程 ——以温韦、张先、晏欧、少游、美成体为中心线索的探讨
【 内容 提要】
词体作为诗体伟大河流的分支，在从诗体母河主流分支之后，一方面，不断地强化着自己作为分支的独立性，日益健全着别是一家的独特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又从未间歇地从母河中汲取营养。词体的诗体借鉴历程，贯穿于整个唐五代北宋词的 发展 历程之中：早期文人词借用诗的题材，飞卿体借鉴近体诗精神，但飞卿体多是对词体特质的建树，韦体则潜伏着词体回归诗体的因素；张先体、晏欧体等开始借鉴宋诗入词，主要是题材的士大夫化和宋诗的议论手法，少游体成功实现前两个阶段的整合，进一步将宋诗手法融入词本体，美成体更进一步以近体诗精神重新熔铸词体的 艺术 形式。一部唐宋词史，就是一部与诗体借鉴与分合的“以诗为词”史，只不过借鉴与分合的角度、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关键词】 花间体/张先体/少游体/美成体/诗体借鉴 
    “以诗为词”的提出，首先是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论韩愈的“以文为诗”和苏轼的“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以后，李清照的《词论》又进一步扩大到苏轼之前的晏欧词派，从而提出词体“别是一家”的概念。大抵由于东坡体较为明显地具有某些诗体的因素，因此，“以诗为词”、“破体革新”，也就似乎成为了东坡体的专利。以笔者所见，词体之于诗体，虽然“别是一家”，但与诗体之间的关系，却并非仅仅是从苏轼，或者更早些从晏欧才开始的，词体从其产生，到以后历次重大的变革，始终与诗体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一部唐宋词史，就是一部与诗体借鉴与分合的“以诗为词”史，只不过借鉴与分合的角度、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一、词体创制时期的诗体借鉴
    词体创制时期的诗体借鉴，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词体的内容，写的就是当时诗体的主要内容。清人先著在《词洁》卷二中说：“词之初起，事不出于闺帷”，这话并不准确。词体特质的确立，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变迁的历程。从敦煌曲子词现存的写本来看，早期民间词尚未形成后来的种种词体观念，就内容来说，并非词为艳科，而是无所不写，就写法来说，也并无“要眇宜修”的特质。总之，早期民间词并没有形成后来词本体所形成的对于词体内容以及艺术方式的种种约束。早期文人词，也同样尚未形成词本体之种种特征，譬如“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诗雅词俗”等等，文人在 学习 填词之中，不过是变整齐之近体格律而为长短不齐之歌词而已，至于歌唱什么，倒并没有完全为词体柔媚之特质所拘束。这样，就使早期之文人词，在不自觉之中，拥有了词本体在以后生命历程中所拥有的两大对立基因：词体与诗体，艳科与言志抒怀、柔媚与雄壮等等。比较早的拥有词体的女性特征的文人词，是李白的几首《清平乐》应制词。但当时的词体，一时之间，并未认识到李白的这种具有女性特征的应制词的词史意义，而是仍然在诗体的运行惯性之中。也就是说，此时的主要 问题 ，不是词体是否借鉴诗体的问题，而是如何能脱离诗体的 影响 “自是一家”的问题。如张志和词仅有《渔父》五首，皆为歌咏隐逸之主题，与男女艳科无涉，也与李白之宫闱应制无关；主人公就是词人自我，与后来词体别为一家之后的仿效闺音不同。玄真子体的出现，说明了词本体处于文人仿效诗体的 时代 ，词本体还是尚未完全独立出来的诗体形态。与张志和约略同时的戴叔伦、韦应物则以词写边塞，都对太白体没有呼应，而是玄真子体的发展。
    其次是词体形式方面的诗体借鉴。其中也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全篇像是诗的词调，在词体初起的时候广泛使用。如白乐天、刘禹锡词中《竹枝词》、《柳枝词》为多，若按清人刘体仁的说法：“竹枝、柳枝，不可径律作词”，因为它们基本上是“长短句诗”。《杨柳枝》、《竹枝》词都是整齐的七言，与绝句无异，只是由于它们是 音乐 的歌词才被称为词。《尊前集》载韦应物的《三台》词，也是四句六言体：“一年一年老去，来日后日花开。未报长安平定，万国岂得衔杯。”王建十首中有四首都是此体，其中《宫中三台》两首，《江南三台》两首；其次，是词体的基本句型，是以诗体特别是唐诗的五七言近体诗为参照物、为基本句型而构成的。这些都是词体的基本常识，毋庸赘述，只不过未能注意到其“以诗为词”的性质而已。
    二、温韦的诗体借鉴及其异同
    如果说，早期文人词的诗体借鉴，还是一种被动的借鉴，体现了近体诗的惯性作用，飞卿体和花间体则开始了词体有意借鉴诗体因素的历程。温、韦之间，飞卿体更多具有“以词为词”的一面，而韦庄体则更多具有词体的诗体借鉴的一面，但也不尽然，飞卿体在确定词体“别是一家”的努力中，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对于诗体的借鉴。
    欧阳炯的《花间集叙》，虽然追述了词体遥远的词统：“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但实际上，花间体借鉴的主要是唐人近体诗——在花间体时代，可资借鉴的，也仅仅是唐人的近体诗而已。概括而言，以飞卿体为领袖的花间体，第一次将民间词的散乱无序改造为“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词体艺术形式，这本身就是唐诗近体诗的格律精神。可以说，花间体、南唐体等只是借用民间词体的外在形式，骨子里源头却是传统的诗歌作法，主要是借鉴唐诗的近体诗精神，其中包括以近体诗的格律精神，变民歌体的杂乱无章而为词体的新型格律；以近体诗的语言精神，变口语而为书面语，白话语而为文言语；以近体诗的意象精神，变民歌体的叙说而为情景交融式的写作手法，变市民的直白庸俗情调而为士大夫的含蓄高雅等。篇幅所限，兹论其中一点，如借鉴唐诗意象问题：唐诗的意象方式到晚唐以来，已经发展到极致，于是，宋诗开始了议论化、散文化的进程。词体同样也面临着意象方式与议论方式的抉择：在早期民间词和早期宫廷应制词中，我们所看到的，其主体表达方式都是议论化的句式，显得抽象而乏味，从李白到白居易，优秀诗人的介入词体写作，使词体更多地借鉴唐诗的意象式方式，从而使词体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品味。但飞卿之前的文人词，仍然是较为阔大的境界，如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张志和的“斜风细雨不须归”，韦应物的“边草无穷日暮”等，都是唐诗风格的词。直到白居易的“月明人倚楼”，才成为了飞卿体的细腻场景描写方式的先声。飞卿式的意象，则更进一步将唐诗的意象精神加以强化、深化、细腻化，或说是词体化。假如一个女人可以称为意象，飞卿则连使用“女人”这个概括性的意象也不肯，而是使用女人的服装、头饰等女人身体的一部分来暗示女性，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无需枚举。
    韦庄除了带有花间艳词的普遍风格外，又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与温词的“男子作闺音”不同，韦庄词多抒写个人的真情深意，从仿情之篇变为达意之作。韦庄词中的华贵之气较温词为弱，少了金玉之气的滞重，而另有一种疏朗秀美之致，创花间词的另一风格。韦庄体在花间体中，是作为温体的对立物存在着的。它体现了词体在从诗体母亲子宫中变体为词之后之于诗体母亲的遗传，是词体婴儿诞生之后的恋母情结，是士大夫戴着面具“男子而作闺音”之后士大夫男性本色的流露。因此，温体多妇人绮怨而韦体多自我情怀，温体多华丽而韦体多质朴，温体如“画屏金鹧鸪”，韦体如“画船听雨眠”，温体更多是对词体特质的建树，韦体则潜伏着词体回归诗体的因素。就具体而言，飞卿体的血缘后裔是柳体，韦体则与南唐体、晏欧体有着某种亲子关系。刘熙载说：“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绮怨。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 正是此意。
    温词所写，基本上是虚拟的贵族女性、虚拟的情爱场景、虚拟的寂寞慵懒心境，而韦庄所写，已经多所真实。其真实又可以分为几种：韦庄词代表作之一《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与《谒金门》“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君书迹”，“一意化两，并皆绝妙”(况周颐语)。虽在男女情爱的主题之中，但却没有女性氛围的情爱，没有贵族女性的闺房器物，也没有了女性形象的描摹，倒是增益了精神的思念，多了咫尺画堂而不能相见的憾恨和惟能把书相看的行为，可以说是在男女相思主题内部的某种变异，这是一种。另一名篇《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其中虽然也有似月之垆边人，虽然也美丽得皓腕如凝霜雪，但也不过是思乡之主人公倾诉思想情怀的道具陪衬而已，那不得不终老江南的词人，只能在春水碧天的美景中，在画船听雨的寂寞中，在肌肤凝脂的美色中，消遣自己永难消弭的思乡之情，这是另一种，也是韦庄词最具开创性的品类。这两种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其词作所写，都与韦庄个人真实生活有关，其词体主人公就是词人自我。前例传为韦庄爱姬被王建锁于深宫，故有此深警之作；后者则是韦庄壮岁时足迹遍及长江南北的生活写照。第三种则是女性视角。说韦庄将“男子而作闺音”的女性视角一变而为男性视角，这也是不全面的。韦庄的一些名作，也多有女性视角的，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是从纯情少女的内心视角来写；又如《木兰花》“独上小楼春又暮”，虽然也是女性思念的主题，却不曾涉及皇宫贵族女性的身份，也不曾牵涉生理感受的寂寞。而是集中在精神上的思念，“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却教何处觅”的视野就更为广阔，为将来晏欧一派的士大夫情爱词开了法门。可知，即便是与飞卿相同视角的种类，也是同中有异。有学者说：“伶工之词创作目的是为她的，创作功能是应歌娱人、创作形式是代言体，因此审美状态是唯美而不动情的。”如果说，飞卿体是应歌娱人的，韦庄体则除了应歌娱人的一面之外，尚有自娱之作，飞卿体是代言体的，韦庄体则除了代言体(如“妾拟将身嫁与”之代少女立言)之外，也多有自我抒发怀抱之作；飞卿体因此多是没有自我、没有具体情事的共性普泛之作，韦庄体则多有写作背景、多有自我写照之作。因此，就风格而言，韦庄作为花间体之成员，虽然也有飞卿体金碧香软的一面，但确实更为灵动鲜活了。以《花间集》卷一22首中的前10首为对象进行量化 分析 ，《浣溪沙》5首，3首为男性视角写对女性的思念，两首为对女性的描述：“清晓妆成寒食天”、“欲上秋千四体慵”，《菩萨蛮》5首，有一首从男性视角写男女之别：“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其余四首分别写“未老莫还乡”的乡思，写“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士大夫人生回忆，更有士大夫式的抒发怀抱：“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的以诗为词的全篇议论。所以，在这部分中，诗体的属性、士大夫词的属性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三、张先体等北宋中期士大夫词人的以诗为词
    李清照《词论》中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将晏欧与苏词视为一体，并且都视为“以诗为词”，李清照可以说是慧眼独具，晏欧体与张先体等，确实是在东坡体之前，先一步实现了以诗为词的向诗体回归复位的运动。其中以诗为词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如果说，飞卿体主要是以唐诗入词，从张先体到东坡体则主要是以宋诗入词，晏欧之间，也有不同，晏殊之以诗为词，援唐诗入词与援宋诗入词兼有之，而欧阳修之以诗为词，则更多的是援宋诗入词。
    先说张先体的以诗为词。陈廷焯指出：“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自张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正指出了张先词的古今变革之关键，其本质特征，正是在词体中借鉴了宋诗的某些因素，因而实现了“古今一大转移”的审美特征。首先是张先体开始出现大量使用词序的现象。其具体的使用数字，有统计张先词“现存165首词，有七十多首用了题序” 者，但笔者的统计是66首。从词序所写的内容来看，比之前人有所飞跃，而且，其主要的内容，都是原本是诗体表达的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如记游感怀词、聚会宴饮词等；其次，张先体实现了由描写式向叙说式的词体句式转移：就词体而言，花间体由于大多是对于一个具体场景的摹写，是整体的意象，所以，并不多见比喻；柳永体多用铺排铺叙，也不太使用比喻，只有南唐体因为是以书写情感为重心，所以，需要以比喻来将抽象的情感物象化。张先体承续南唐体而下，采用宋诗的写作方式，多用比喻。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张先词中的比喻往往是全词的华彩乐章，是全词的炼句炼意的重心所在。试看写作情爱题材的代表作《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起首两句，就见张先体之不同的写作方式，它不是从一个具体的场景描摹，像是传统的“上片写景，下片言情”，而是直接概括词人自我的种种感受，为了避免抽象，而以“无物似情浓”的比喻句法出之。然后，再进入细节：“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由叙说句式渐次进入描写句式，到结句再次以叙说句式、比拟句式完成：“沈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前者是个否定句，以物比情，以证情浓；后者是个不见喻体的暗喻。张先大量使用比喻，说明了词体的向诗体靠拢。 
    晏殊之词，由于他的代表作如《蝶恋花》“槛菊愁烟”，代表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都是表达情爱，所以，学者们每每将晏欧视为花间之余绪。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以笔者之量化统计，《珠玉词》三卷，131首，涉及男女情爱的，不足十分之一。《宋史》说他：“文章赡丽， 应用 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闲雅有情思”可以说是晏殊词风格的极好概括。他因“闲雅”而更“有情思”，对于情感就更为敏锐，更为细腻，对于生命易逝的无奈就更充满悲哀：“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木兰花》)“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可以说，对生命的咏叹，往昔的回忆等士大夫的主体情怀，是晏殊词中表达最为成功的主题之一；其次，内涵方面的闲雅情思，使他更多地以精约洗练的笔触表达这种生命的感触，坚持“以少总多”的古典传统，虚实相间，以象征意，如“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木兰花》)，如“多情只似春杨柳。占断可怜时候”(《秋蕊香》)。此种句法，对于后人颇多开启，譬如秦观的名句：“无边丝雨细如愁”，与之同一体式，都是将抽象之感受物象化。将唐诗的意象方式凝化入词，虽然不能说是晏殊的独特方式，但是，晏殊的创作，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晏殊的代表作《浣溪沙》“去年天气旧亭台”，下片三句均见于词人的一首七律《示张寺丞王校勘》：“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是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用入词体中的三句，只有一个关系不大的“幽”字换成“香”字。这个诗词并用的现象，至少说明晏殊在苏轼之前，已经在以诗入词，虽然他只是使用自己的诗句入词。同样的诗句使用在词体中，说明了诗与词之间的界限，在晏殊的时代已经不是那样的畛域分明了。
    此外，黄庭坚《小山词序》云：“晏叔原，……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则是认为晏几道“以诗为词”的别样说法，更可以见出这一时代“以诗为词”的广泛性，这一论述为大家所熟知，可以不论。
    总之，宋代诗词发展到张先、晏欧、苏黄时代，呈现了既有不断的分化——诗词之间，畛域分明，诗庄词媚，诗雅词俗、词为艳科等等，又有两者之间不停顿的借鉴，主要是新兴的词体向传统悠久的诗体的借鉴。有学者说：“这种诗词共同繁荣的局面的形成，是诗词内在调整和外部完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作者的变化：从‘诗词间作’之诗人，到‘诗词兼作’而以词擅场的词人，再到‘诗词兼擅’大词人欧阳修的出现，宋词随着宋诗的成熟，也走向了繁荣。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出现，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诗词互动视野下宋词创作高峰期的到来——无论是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
    确实如此，欧阳修的出现，不仅仅是从作者的身份来说，标志了诗词兼擅的大词人时代的到来，也标志了从词体作法上全面借鉴诗体作法，特别是宋诗作法入词的新时代的到来。如欧阳修的两首《玉楼春》，两首的点睛之笔，都在议论的精警：“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万叶千声皆是恨”。此四处警句，都是由人生经验中凝练而成，是无数具体场景之抽象概括，这正是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句法。
    王安石词作虽然不多，但对词体由晏欧的渐次“以诗为词”的尝试，到东坡体“天风海雨逼人”的全面变革，起着推波助澜的转合作用，“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他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已经是完全的士大夫词，或者说是完全的士大夫诗的入词写法，对于东坡体的形成，无疑具有启迪性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坡体的以诗为词，就不再是无源之水的孤立现象了，而是渊源有自、水到渠成的必然产物。东坡体的以诗为词，前人论述特多，其主要内容大抵可以概括为：1. 改造词体的艳科属性，而为士大夫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2. 使用议论化、叙说式的写作句式；3. 使用典故入词，改造词体为雅词。议论化句式、比喻意象，以及典故入词，成为东坡体的典型特征：“人有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如梦”，“小乔初嫁了”，“为报倾城随太守”，“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东坡的名句，大抵属于诗的品类，尤其是具有宋诗的种种特征。

